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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主题：IMF改革
    [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英语为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简称IMF。6月28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正式宣布，法国财政部长克里斯廷·拉加德被选为该组织下一任总裁，接任日前辞职的德裔法国人卡恩，任期将自7月5日开始，为期5年。拉加德成为IMF自1944年以来首位女总裁。至此，持续两个月的总裁之争告一段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作为政府间非国际金融组织，同世界银行(WB)、世界贸易组织(WTO)一起，并称为经济联合国。2008年年底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中，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协调世界各国共同应对危机的大平台角色备受世人关注，与此同时，要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进行改革的呼声也逐渐高涨。
IMF由来及其运行机制
    一、IMF产生与职能
1944年，联合国赞助的财金会议于美国

 HYPERLINK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96%B0%E7%BD%95%E5%B8%83%E4%BB%80%E5%B0%94%E5%B7%9E" \o "新罕布什尔州" 新罕布什尔州的布雷顿森林举行。7月22日，各国在会议上签订了成立国际货币基金的协议。国际货币基金的主要设计者是费边社成员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以及美国副财政部长亨利·迪克特·怀特(Harry  Dexter  White)。协议的条款于1945年

 HYPERLINK "http://zh.wikipedia.org/wiki/12%E6%9C%8827%E6%97%A5" \o "12月27日" 12月27日付诸实行，1946年

 HYPERLINK "http://zh.wikipedia.org/wiki/5%E6%9C%88" \o "5月" 5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正式成立，是为二战完结后之重建计划的一部份，1947年

 HYPERLINK "http://zh.wikipedia.org/wiki/3%E6%9C%881%E6%97%A5" \o "3月1日" 3月1日正式运作。有时国际货币基金、国际清算银行(BIS)及世界银行，被称为“布雷顿森林机构”。1947年11月15日起成为联合国的一个专门机构，在经营上有其独立性。
总部设在美国首都华盛顿。

截至2010年，该组织共有186个成员国，比联合国少几个(如古巴、朝鲜、安道尔、列支敦士登、摩纳哥、瑙鲁和图瓦卢)。部份领土争议的地区(巴勒斯坦自治政府等地不包含在内)。2007年5月委内瑞拉正式退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该组织宗旨是通过一个常设机构来促进国际货币合作，为国际货币问题的磋商和协作提供方法；通过国际贸易的扩大和平衡发展，把促进和保持成员国的就业、生产资源的发展、实际收入的高水平，作为经济政策的首要目标；稳定国际汇率，在成员国之间保持有秩序的汇价安排，避免竞争性的汇价贬值；协助成员国建立经常性交易的多边支付制度，消除妨碍世界贸易的外汇管制；在有适当保证的条件下，基金组织向成员国临时提供普通资金，使其有信心利用此机会纠正国际收支的失调，而不采取危害本国或国际繁荣的措施；按照以上目的，缩短成员国国际收支不平衡的时间，减轻不平衡的程度等。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有三项职能：(1)对成员国的财政货币状况以及世界经济运行情况进行监督并维护固定汇率稳定；(2)通过给成员国贷款，帮助其解决收支困难；(3)为成员国提供技术支持和咨询服务。
二、IMF组织机构与运行
IMF的组织机构由理事会、执行董事会、总裁和常设职能部门等组成。

1.理事会(board of governors)。理事会是IMF的最高决策机构，由各成员国各派一名理事、一名副理事组成，任期5年。理事通常由该成员国的财政部长或中央银行行长担任，有投票表决权。副理事在理事缺席时才有投票权。理事会的主要职权是：批准接纳新的成员国；批准IMF的份额规模与特别提款权的分配，批准成员国货币平价的普遍调查；决定成员国退出IMF；讨论有关国际货币制度的重大问题。理事会通常每年开一次年会，一般同世界银行理事会年会联合举行。

2.执行董事会(executive board)。执行董事会是IMF负责处理日常业务工作的常设机构，由22名执行董事组成，任期2年。执行董事包括指定与选派两种。指定董事由持有基金份额最多的5个成员国即美、英、德、法、日各派一名，中国与沙特阿拉伯各派一名。选派董事由其他成员国按选区轮流选派。执行董事会的职权主要有：接受理事会委托定期处理各种政策和行政事务，向理事会提交年度报告，并随时对成员国经济方面的重大问题，特别是有关国际金融方面的问题进行全面研究。执行董事会每星期至少召开三次正式会议，履行基金协定指定的和理事会赋予它的职权。当董事会需要就有关问题进行投票表决时，执行董事按其所代表的国家或选区的投票权进行投票。

在执行董事会与理事会之间还有两个机构：一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理事会关于国际货币制度的临时委员会，简称“临时委员会”(interim committee)；二是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理事会关于实际资源向发展中国家转移的联合部长级委员会，简称“发展委员会”(development committee)。两个委员会每年开会2—4次，讨论国际货币体系与开发援助等重大问题，其通过的决议最后往往就是理事会的决议。 

基金组织除理事会、执行董事会、临时委员会和发展委员会外，其内部还有两大利益集团，即“七国集团”(代表发达国家利益)和“廿四国集团”(代表发展中国家利益)，以及其他常设职能部门。

3.总裁(managing director)。总裁是IMF的最高行政长官，其下设副总裁协助工作。总裁负责管理IMF的日常事务，由执行董事会推选，并兼任执行董事会主席，任期5年。总裁可以出席理事会和执行董事会，但平时没有投票权，只有在执行董事会表决双方票数相等时，才可以投决定性的一票。虽然IMF和世界银行都是全球性机构，但二者目前仍处于西方国家的控制之下。IMF的总裁通常由欧洲人担任，而世界银行的一把手总是由美国人出任。

4.常设职能部门。IMF设有16个职能部门，负责经营业务活动。此外，IMF还有2个永久性的海外业务机构，即欧洲办事处(设在巴黎)和日内瓦办事处。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是一个国际金融机构，其整体的运作机制同商业银行十分类似。
成员国向IMF缴纳一定份额，其在组织中的投票权与决策权即由所缴份额决定。IMF会根据各成员国的外汇储备、进出口贸易额、国民收入、经济波动性等四项指标确认一国的缴纳份额。成员国的投票权包括基本票和加权投票权，根据各国所缴纳的份额，每10万个SDR(特别提款权)可增加一个投票权。此外，成员国每借出40万单位的SDR则增加一票，因此身为债权国的发达国家相应地拥有更多票数。在进行投票表决时，IMF采用特定多数制。根据IMF章程，21类经营性问题需要经过70%多数通过，18类重要问题需要85%多数通过。
三、中国与IMF

中国于1945年12月27日加入IMF，是35个初始成员国之一。因历史原因于1980年4月17日，正式恢复中国的代表权，单独组成一个选区并派一名执行董事。1991年，在北京设立常驻代表处。2010年2月24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卡恩任命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朱民为其特别顾问。

加入IMF30多年来，中国与IMF的发展可归纳为三个阶段。
第一个十年，中国得到了国际金融体系的承认，拥有四五十个项目，并借助信托基金、特别提款权及美国低档信贷，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获取资金，支持我国整个改革开放；同时在软件建设上，多个比较基本的统计大项，都受惠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支持。

第二个十年，中国不再使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资金，反而通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及《马尼拉框架协议》，为解救亚洲金融危机做出一些贡献，在危机中同时也培训锻炼自身，学习危机后的问题处置方法。人民币坚持不贬值的决定对于稳定亚洲金融的形势，乃至于全球经济发展好的形势都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和意义。1997年香港从英国选区里面出来到了中国的选区，在席位里面共同商讨如何应对也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第三个十年，我们逐渐看到了布雷顿森林体系经过六十年的变迁越发显现的突出问题。

IMF份额改革
　　份额是各成员国在IMF中所持有的基金股份，反映了成员国在世界经济版图中的相对地位。份额主要有四个作用：一是决定了成员国向IMF认缴的资金数额，构成IMF主要资金来源；二是决定了成员国投票权的大小；三是决定了可以获得IMF贷款的最高限额；四是决定了可以从IMF获得特别提款权(SDR)分配的数量。投票权等于基本票和认缴份额所代表的加权票之和。每个成员国都拥有250票，反映了主权国家平等的原则。此外，每增加10万SDR份额便增加1票，反映了成员国的经济实力。

    一、份额改革的主要历程

　　2006年9月，IMF新加坡年会迈出了份额改革的第一步，对中国、韩国、土耳其、墨西哥进行了小幅上调。国际金融危机凸显了对IMF治理机制进行改革的迫切性。经过多次G20峰会的推进，IMF份额改革进程加速。

　　2009年4月，G20伦敦峰会定下份额改革基调。G20伦敦峰会上，领导人对加强国际金融监管和IMF增资等问题达成了共识，决定强化IMF在国际金融体系的中心角色，将IMF的资金规模增加至现在的3倍，由2500亿美元增加到7500亿美元，以确保IMF有足够资源以帮助陷入困境的国家。领导人还要求IMF把第14次份额总检查提前到2011年1月，以提高发展中国家的份额和代表性。伦敦峰会使IMF成为最大的受益方，并为接下来的份额改革定下了基调。

　　2009年9月，G20匹兹堡峰会达成份额改革框架协议。伦敦峰会使IMF进行了1998年以来的最大规模的普遍增资，但相对份额比例却没有调整。在9月份G20匹兹堡峰会上，IMF份额改革成为各方利益博弈的焦点。发展中国家认为，IMF应该向发展中国家转移至少7%的份额，而发达国家认为不能超过5%。最终领导人达成的协议使IMF份额改革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决定将发展中国家的份额提高至少5%，并宣布G20将取代八国集团(G8)，成为今后讨论全球经济议题的首要平台。

　　2010年4月，IMF与世界银行春季联合会议实现改革突破。在IMF与世界银行的春季联合会议上，世界银行率先兑现G20匹兹堡承诺，通过了发达国家向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转移投票权的改革方案，自此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的投票权上升了3.13%达到47.19%。其中，中国在世行的投票权从2.77%提高到4.42%，跃居第三位。世界银行投票权的重新分配较好地反映了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要求提高话语权的正当要求，对接下来的IMF份额与投票权改革具有很好的示范效应。

　　2010年6月，G20多伦多峰会宣布份额改革最终期限。G20多伦多峰会发表了《多伦多峰会宣言》，宣布IMF份额改革将在2010年11月G20首尔峰会之前完成。此前不久，韩国釜山G20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肯定了世界银行在投票权改革和增资方面取得的成果，同时提出将建立一套反映各国经济实力等内容的份额动态调整公式，逐步实现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平等分享投票权的目标。多伦多峰会还就IMF份额改革的细节，如指标转让者、指标获得者、指标转让规模、指标获得规模等问题进行了详细讨论。

2010年10月，G20财长和央行行长庆州会议达成份额改革历史性协议。作为G20首尔峰会的准备会议，韩国庆州会议就IMF份额改革达成历史性的一致意见：首先，发达国家向代表性过低的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转移超过6%的投票权，使后者总体份额升至42.29%；其次，欧洲国家将让出两个执董席位给发展中国家；再次，“金砖四国”的份额都将有所提升，全部进入前十名；最后，中国持有份额将从现在的3.72%升至6.39%，成为IMF第三大股东国。庆州会议后不久，IMF执行董事会通过了该会议所提出的份额改革方案。一周后，G20首尔峰会对该方案进行了正式确认。
二、对中国的机遇与挑战
　　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最大的份额低估国，中国的份额在此次IMF改革中终于得到了大幅度的提升。长期以来中国一直致力于国际金融体系改革，此次份额改革的成功既是中国金融外交所取得的重大胜利，同时也是中国在走向金融大国的道路上所必须迈开的关键一步。这次改革使中国成为IMF的第三大股东国，将具有更多的话语权和影响力，带来了新的起点与机遇。但与此同时，这也意味着中国要承担更多的责任，面临新的考验与挑战。

　　——机遇。此次改革既是中国经济地位和国际影响力增加的体现，也是世界对中国经济实力的认可。中国应抓住此次改革带来的新机遇，加快自身发展；进一步加强与IMF的合作关系，推动中国经济稳定增长；促使人民币国际化，争取加入特别提款权的货币篮子；实现贸易大国向金融大国的转变，与发达国家在金融领域开展互利双赢的竞争；推动G20机制化使之在全球经济治理中发挥实质性作用，进一步使中国的份额提高到与其总体经济实力相符合的水平。

——挑战。份额改革使中国将面临新的权责匹配问题，未来如何争取利益和履行责任是需要时间来摸索的课题；中国在IMF中赢得更多的话语权，就必须表现出相应的全球治理能力，使其面临提高自身全球治理能力的考验；中国话语权的提高会增加与美国、欧洲、日本以及主要发展中国家产生摩擦的可能性，需要妥善处理与这些国家的战略合作关系；中国还必须清楚认识到份额调整是动态性的，未来更应加快自身经济发展，以确保其份额稳定或提高；IMF仍需进行一系列的后续改革，中国如何继续有效推动其改革也是难题。
IMF痼疾与过往危机

作为固定汇率的产物——布雷顿森林体系在20世纪50年代运行基本良好。但随着全球相对经济力量的不断变化，固定汇率无法反映全球经济的变动不居性和相互传导性，该体系如影随形的内部缺陷充分暴露。

1973年，美国不得已取消了“双挂钩”的平价货币体系，主要工业国开始了浮动汇率制。随着发达国家推行的金融自由化政策，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在20世纪90年代逐渐实现了资本项目的自由兑换。金融全球化与各国金融体系不稳定性增强，汇率的变动经常与一国基本经济状况脱节，与一国贸易和经常项目变化不相关。汇率浮动对一国贸易收支或经常项目收支产生调节作用的基础已经不复存在。此时，货币体系作为制约和调节国际货币关系的总和，应适应金融全球化所带来的变化，通过协商合作，特别是提高广大发展中国家在国际金融领域的地位来加强国际货币的协调，但基于IMF的份额制和投票表决制度，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基本主导了IMF。
一、痼疾：代表少数，监督协调多数
IMF成立的目的是稳定各国货币，监察外汇市场。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下，IMF的主要任务是保证各国货币与美元挂钩的汇率平价制度的稳定。美元是“轴”，即便国际化货币强大如英镑、马克(以及其后的欧元)、日元者也只能亦步亦趋。同时，IMF的“汇率政策守护者”身份在政治、经济力量的共同作用下不断“开疆拓土”，标志性事件有二。
一是1977年《关于汇率政策监督的决定》(“1977年决定”)，它规定成员国在履行一定义务的情况下，可以自主选择汇率制度，“IMF应对各成员国的汇率政策行使严格的监督”，“以促进有序的汇兑安排和稳定的汇率体系”。除汇率政策外，IMF也触及成员国的国际收支状况和其所选择的汇率制度。
二是2007年《对成员国政策的双边监督决定》(“2007年决定”，用以替代“1977年决定”)，它明确提出，对成员国的监督重点是对“外部稳定”具有重要影响的汇率、货币、财政政策和金融机构，并将“汇率根本性失衡”等列为监督指标。
可见，IMF已经不满足于汇率政策、汇率制度、货币体系、国际收支的作用边界，而向财政政策甚至对外政策领域进发。既然IMF是政经一体的国家间制度安排，那么代表性如何体现、责任如何落实，关乎其合法性和合理性。对IMF诟病也多集中于此。IMF代表的是也只能是政治经济的霸主美国，与欧盟和其他发达国家的“平衡术”已经使其筋疲力尽，对其他成员国即便不是置若罔闻，也只能是“简单而生硬”的单向行动。因此，“代表少数”的IMF要“监督协调”186个成员国，政策偏颇、执行不公、方法失当也就成为常态，何况还不时“越位”，以“国际组织”之名行干预成员国国内事务之实。“2007年决定”执行难的问题正体现了IMF的体制痼疾，而本次全球金融危机使这种痼疾暴露得更加明显。
二、IMF的“滑铁卢”
IMF成立以来，一直在为自己“正名”，但却一次又一次地“适得其反”；经济危机理应是IMF展示自己作为的机会，但“诺曼底”却一而再、再而三地成为“滑铁卢”。
——IMF的经济援助经常“口惠”而“实不至”。IMF“有条件的”援助因影响到主权国的社会稳定而经常受到指责，这些援助的“附加条件”多是“华盛顿共识”的政策主张，如无原则的私有化和自由化，无节制的资本账户开放和跨境资金流动，以及浮动汇率政策等，被指造成通货膨胀、加深贫困。其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对拉美诸国援助所附带的经济自由化要求，不但未能使这些国家走上经济成功之路，反而导致拉美陷入90年代接连不断的金融动荡之中。
——IMF“亡羊补牢”多，“未雨绸缪”少。一系列历史事件显示，往往当国家已深受经济危机打击时，IMF才伸出援手。上世纪80年代以来，经济金融危机频现，超过100个国家曾经历了银行体系崩溃，GDP下降逾4%，而IMF这个“致力于促进全球金融合作、加强金融稳定、推动国际贸易、增进高就业率、经济稳定成长以及减少贫穷的组织”却反应迟缓，进退无度。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已经充分暴露了这一点，而2007年次贷危机转化为全球金融危机，再次显示了IMF的不反应或滞后反应。
——阿根廷案例。阿根廷是IMF推崇的“典范”，2001年却出现灾难性的金融危机，不少人认为是IMF倡议的紧缩财政预算和资源开发私有化所致。IMF对包括阿根廷在内的拉美国家的“政策输出”和“改革指导”，不但没有解决问题，反而加深了受援国的怨恨。
——肯尼亚案例。原本肯尼亚的中央银行控制该国的货币流动，IMF在1996年对肯尼亚的政策建议是“反其道而行之”，即放松货币政策。肯尼亚按IMF的建议实施调整后，外商投资大减，贪污

 HYPERLINK "http://fanfu.people.com.cn/" \t "_blank" 腐败盛行，财政状况急剧恶化。
——亚洲金融危机和IMF的处方。1997年，IMF在《世界经济展望》中对亚洲经济“山雨欲来”浑然不觉，未发出任何警告，当年9月，IMF还认为危机接近尾声，而事实是危机迅速蔓延到整个东南亚乃至韩国、俄罗斯和巴西。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IMF向被救助国提供贷款时，以债权人的身份规定了诸多严格的条款，目的是让对方尽快恢复国际收支平衡，把债还清，而对被救助国国内的经济状况却考虑甚少。由于担心IMF的苛刻救援条件会“冻死”本国经济，亚洲国家不愿接受援助，即便接受，也力图尽快脱身。韩国申请580亿美元贷款时，IMF甚至附加有政治考量的条件，要求将破产的韩国第一国民银行和汉城银行出售给外国金融机构，使韩国人视IMF为攫取国家利益的外交工具(本来就是，美国前财长保尔森曾表示IMF的监督“可能是双边外交的有力补充”)。与之形成对比的是，未受IMF援助的马来西亚，反而在2000年取得了经济增长8.5%的骄人成绩。
——本次金融危机。从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直至2008年金融危机蔓延全球，IMF蹩脚的预测严重误导了各国决策者对世界经济形势以及危机影响的判断。对成员国的监督不公平、对金融业监管不到位以及放任发达国家金融体系的极度失衡，使IMF的权威受到再一次质疑。
IMF改革

“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此“穷”指形势之严峻、状况之艰难，IMF已到了非改不可的时候。
    一、明确在全球金融体系中的定位
“名正而言顺”，IMF首先要明确定位。综合来看，以汇率政策和短期贷款支持为手段，发挥其全球金融体系的政策协调、监管协调、行动协调职能应是IMF改革的题中应有之义。
1.从“全球最后贷款人”到“全球央行”。IMF孜孜以求扩大“全球最终贷款人”的角色，但前提是要从个别国家的操纵中摆脱出来，实现其“独立性”。货币政策、货币发行权获取的充分必要条件，也在于此。客观地讲，目前的IMF尚难满足“全球央行”的基本要求，或许暂时成为全球央行间的协调平台和对话机制更为适合。
2.IMF与金融稳定委员会：厘清主辅。在G7的框架下，全球稳定论坛(FSF)是全球金融体系协调监督的制度安排；随着G7过渡到G20，FSF也变身为金融稳定委员会(FSB)，并于2009年正式成立。FSB着力于评估国际金融体系运作中的风险，促进各国监管机构的合作与信息交流，协调国际标准制订机构的工作，制订国际性危机的应急预案等，偏重于监管，更为宏观；而IMF着力于金融政策、汇率体制、贷款援助等，偏重于稳定货币体系，更为中观。从国际组织的协调层级看，形象地比喻，FSB“运筹于帷幄之中”，IMF则“策马于疆场之上”。
3.IMF与美联储：谁主沉浮？IMF“欧美代言人”的标签屡屡受到批评，在改革定位时，实现“全球央行”的愿景必然与“美元本位制”下的美联储发生冲突。美联储一定意义上是“全球央行”，其货币政策和监管举措通过美元作用于全球市场。由于美联储只需对国内负责、无需对他国负责，国际社会对美联储没有约束力，世界性监管的共同需求得不到应有体现。这虽然未必是美联储的故意，但却是制度性缺陷在美国“全球铸币权”作用下的必然。本次全球金融危机的原因之一正是美联储的失职，而致使众多国家遭受损失。美国的经济金融风险能得以在全球范围内分散和配置，美联储的“全球央行”地位至关重要，寄希望于美联储放弃既得利益如“与虎谋皮”，即便IMF有“全球央行”之“名”，美联储也会牢牢占据其“实”。美国的综合国力依然是美联储行使“全球央行”职能的有力保障，IMF若能给予些许制衡，已算是改革的成果。
4.IMF与巴塞尔委员会：重叠还是互进？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是国际清算银行的一个正式机构，由十大工业国的中央银行于1974年底共同成立。巴塞尔委员会本身不具有跨国监管的法定授权，它所制订的一系列协议、监管标准与指导原则，实质是为了完善与补充单个国家对商业银行监管体制的不足，减轻银行倒闭的风险与代价，消弭世界各国监管差异。鉴于其影响力，各国基本都会采取立法或其他措施逐步实施巴塞尔委员会的监管标准与指导原则。IMF一向支持巴塞尔委员会，通常将巴塞尔委员会确立的监管原则作为评估包括发展中国家在内的各国金融体系及其监管体制的参照，并通过IMF第四款协商过程促使成员国实施这些原则。IMF的实施推动与巴塞尔委员会的规则制订互动良好，应该持续下去。

二、助力全球货币体系再造
在当初设计“布雷顿森林体系”时，国际货币的构想也一并提出，凯恩斯提出的是班柯(Bancor)，怀特提出的是尤尼塔(Unita)，但最后成为国际货币的还是美元，美国的主权货币成了国际货币体系的基准。“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后，一次次的全球金融危机均把矛头指向“美元本位制”，以一国主权货币为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存在重大缺陷，重新构建平衡、多元的国际货币体系是IMF发挥作用的前提之一。
1.SDR的地位与作用。特别提款权(SDR)是IMF于1969年创造的国际储备资产。由于IMF成员国不希望全球储备依赖于黄金(它的生产具有内在不确定性)和美元(它需要美国国际收支持续逆差)，SDR作为补充储备资产应运而生。本次全球金融危机又把SDR推向前台，“超主权储备货币的特征和潜力”使之成为“世界货币”的呼声不绝于耳。但问题是，没有强大主权经济体支撑的货币只能是“货币符号”，SDR取代美元的愿望可以理解，却缺乏逻辑上的说服力。因此，SDR定位应当是多元化储备货币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并发挥比主权货币更积极的作用。
2.国际储备货币体系的优化。推进国际货币体系再造时，“一蹴而就”的心态不能有，“简单化”的方法论也不可取，IMF的作用更不能高估。SDR取代美元还不具备现实基础。可以预计，在未来30年，国际货币体系仍是“一主多元”的格局，美元仍是最主要的国际储备货币，随着区域货币和金融合作逐步深化，储备货币的多元化需求会提升欧元、日元和人民币的国际地位，决定力量是国家实力的重排座次。对IMF而言，顺应这一趋势弱化美元的绝对主导地位，并增加新兴经济体的发言权，无疑是明智的选择。
三、份额与治理结构的“代表性”
IMF和世界银行被批评是欧美尤其是美国利益的代言人，治理结构的缺陷是其失去独立性的根源。从投票权份额来看，IMF的决策采取绝大多数原则，一般决策需要50%以上的投票权通过，重大决策需要85%。发达国家拥有超过60%的份额，其中约45%集中于七国集团，美国和欧盟均拥有超过15%的投票权，即事实上拥有一票否决权，从而牢牢控制了IMF的决策权。从管理人员构成来看，IMF的总裁按照惯例由欧洲人担任，美国人担任第一副总裁，三名副总裁中仅有一位来自发展中国家，主要高级管理人员基本来自发达国家。IMF份额分布和治理结构不适应经济全球化的要求，“合法性和有效性”存在问题。作为国际金融组织，IMF的投票权、决策权、监管权应该具有广泛的代表性，应参照经济、贸易所占世界比重予以调整，提高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的代表性、执行力和平等参与度，引导其成为适应未来全球发展的建设性力量。
应对IMF改革的中国战略

IMF改革在即，急需吐故纳新。中国增加在IMF影响力已经水到渠成，此时更需保持清醒，审时度势。

首先，“办好自己的事”是头等大事，国民经济的结构调整、发展能力的科学持续、软实力的逐渐提升，都是“固本”的重要任务。“内功优先，谋势而动”是应对“崛起困境”的大智慧。

其次，中国应积极主动参与IMF改革。“中国的前途命运日益紧密地同世界的前途命运联系在一起”，和平发展需要中国与包括IMF在内的国际组织建立“全方位、宽领域、多层次”的合作格局，以实现在国际货币和金融事务中权利与义务相均衡。同时，应推进SDR成为发挥实际作用的国际货币，对现有的国际货币体系进行重要的补充和修正。

再次，中国在IMF中的份额和话语权不能期望“一步到位”。欧美不愿意赋予IMF实权，美国也不会放弃在IMF中的绝对权威，中国发挥作用应当是一个渐变式的过程，其间免不了无数的既竞争又合作的博弈。

最后，坚持推进人民币国际化，改善资源的全球配置，摆脱“美元陷阱”。对于人民币国际化，两个“三步走”的战略，即地域“三步走”——周边化、区域化、国际化，货币职能“三步走”——结算货币、投资货币、储备货币，都必须加快推进。
资料连接
特别提款权

特别提款权(Special  Drawing  Right, SDR)，又称为“纸黄金”，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于1969年进行第一次国际货币基金协定修订时创立的用于进行国际支付的特殊手段。它ISO 4217代码是“XDR”。它依据各国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的份额进行分配，可以供成员国平衡国际收支。它是基金组织分配给会员国的一种使用资金的权利。会员国发生国际收支逆差时，可用它向基金组织指定的其它会员国换取外汇，以偿付国际收支逆差或偿还基金组织贷款，还可与黄金、自由兑换货币一样充作国际储备。但由于其只是一种记账单位，不是真正货币，使用时必须先换成其他货币，不能直接用于贸易或非贸易的支付。特别提款权定值是和“一篮子”货币挂钩，市值不是固定的。
IMF历任总裁

	任  期
	姓  名
	国  籍

	1946年5月-1951年5月6日
	Camille Gutt
	比利时

	1951年8月-1956年10月
	Ivar Rooth
	瑞典

	1956年12月-1963年5月5日
	Per Jacobsson
	瑞典

	1963年9月1日-1973年9月1日
	Pierre-Paul Schweitzer
	法国

	1973年9月1日-1978年6月17日
	Johannes Witteveen
	荷兰

	1978年6月17日-1987年1月16日
	Jacques de Larosière
	法国

	1987年1月16日-2000年2月14日
	Michel Camdessus
	法国

	2000年5月1日-2004年3月4日
	霍斯特·克勒
	德国

	2004年3月4日-2004年5月4日
	Anne Krueger
	美国(署任，非正式)

	2004年5月4日-2007年10月1日
	罗德里戈·拉托
	西班牙

	2007年10月2日-2011年5月19日
	多米尼克·斯特劳斯-卡恩
	法国

	2011年5月19日-2011年7月4日
	约翰·利普斯基
	美国(署任，非正式)

	2011年7月5日—2016年7月
	克里斯廷·拉加德
	法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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